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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观察

新发展理念助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

张 涛，姚慧芹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是当前阶段中国经济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重要抓手。本文研究了五大发展理念

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渊源，重点分析了不同发展理念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地位与作用，为深入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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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

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

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1］那么如何在新时代下促进
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增长动能变化，在新阶段下推
动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成为现阶段社会各界面临
的重大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方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
展优势的重要抓手。因此，深入研究新发展理念精
髓，明确新发展理念对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

型的核心作用，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

一、创新发展居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

成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64644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迈过中等偏

上收入地区门槛。特别是 2008年之后，随着世界经
济步入下行通道，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
体复苏缓慢，中国经济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对全球

经济的增长贡献超过 30%，为世界经济做出了重要
贡献［2］。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
并非一帆风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经济
增长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而进入
“十二五”规划之后，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工业初
级产品产能过剩，前期粗放式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

逐步显现。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处于
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长

的内生动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素和资源消耗型

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常态”下的经济发
展需求。在此大背景下，只有依靠创新发展，以人力
资本驱动代替要素、投资驱动，才能找寻到新的经济
增长极。这也是创新发展理念居于五大发展理念首
位的原因所在。
创新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理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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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而在早期的经济学
研究中，科技创新，或者称为技术创新，是研究的核

心对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
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在此方面，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索洛提出了索洛增长模型，简单来说，该模型将
经济增长归因于劳动和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在同
等数量规模劳动和资本投入下，产出增速大于劳动

和资本投入增速的部分，可以由技术进步进行解释，

这部分产出余值又称为索洛剩余。索洛增长模型有
着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在真实的经济运行系统

中，这些假设条件通常不能全部满足。但索洛余值
概念的提出及严格的经济增长范式分析，为技术进

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

础。
西方学者试图使用数学工具和经济学范式分析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中国在践行马克思

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已经把科

学技术的作用上升到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马
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 年草稿)》中
指出:“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
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

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

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也就是说，马克思
认为科学是一种生产力。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科学
是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充分实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科学

观。
创新发展理念，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继承与深化。在关注技术创新的同时，还应强调
理论、制度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中共十八届五
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
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
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3］同时还在培育发
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构建产业新体系、构建发展新体制和创新完善
宏观调控方式等多个具体问题方面给予了纲领性指

导。2016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将创新驱动发展明确为
中国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提出了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

变”的总体部署，为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跻身
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
走”目标提供强大支撑。

二、协调发展是解决不平衡
不充分发展的重要抓手

发展不均衡，是世界经济发展各个时期普遍存

在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西
方国家迅速完成战后重建，经济增长走上快车道;另

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仍处于战乱不断、资源短缺的
困境，经济发展踟蹰不前，致使各国之间的发展水平

迅速分化。据世界银行统计，1960年，美国人均 GDP
为 3007美元，布隆迪人均 GDP为 70美元，前者约为
后者的 43倍; 2017年，美国人均 GDP为 59532美元，
布隆迪人均 GDP 为 292美元，前者约为后者的 204
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个案。发展不均
衡问题不但在国与国之间存在，在各个国家内部同

样存在。美国的基尼系数在 1990年之前常年保持
在 0．4之下，近年来有所上升，达到 0．44左右;英国从
1960年的 0．25一路上升至 2000年的 0．37;德国、日
本、印度多年来在 0．3－0．4之间上下波动。总体来
看，世界主要国家基尼系数多呈上升趋势，多国已经

越过 0．4国际警戒线。中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1980年代，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 0．3－0．35之间，随后
一路上扬突破 0．4，在 2008年达到高点为 0．491，后在
近十年有所回落。收入分配不均只是发展不均衡的
一个剪影，中国发展不均衡更多体现在区域发展差

距、城乡二元发展差距、产业结构失衡、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失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不同步等问题
上，这些都是中国实施协调发展战略的根本动因。
协调发展理念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

础。马克思强调社会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
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

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

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运动规
律，在二者相适应时期，能够相互促进发展;在二者

相矛盾时期，则会相互阻碍发展。协调好生产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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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可以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协调
发展理念更为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和平衡性。贯彻
协调发展理念，实施协调发展战略，是解决不平衡不

充分发展问题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指出:“坚持协调
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

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
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

展整体性。”协调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人口、资本和
资源的跨区域、跨城乡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效
率，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可以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协调发展，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可以富国强军，推

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三、绿色发展是对节约资源和
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深刻诠释

协调发展注重解决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绿色

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伊
始，走上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改革
开放之后，依托廉价的劳动力、丰厚的资源禀赋优
势，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在短短的 30多年时间成
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资源、环境问题的隐忧。
化工、钢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等传统高污染、高
耗能、高排放行业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也带来一
系列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当前，
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由资源驱动

逐步转变为科技驱动。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三高”
传统工业已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也不符

合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愿景，实行最严格

的环境保护制度，倡导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势在必行。
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在于“和谐”二字。早在

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古代先贤已对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有了深刻的认识。老子在《道德经》指出: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
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

看来，人居于天地之间，是天地之间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但无论人如何“大”，均需顺应自然规律，受到
自然法则支配。孔子在《论语·述而》篇提出:“钓而
不纲，弋不射宿。”意指钓鱼只用一个鱼钩，不用渔网
捕捞;打猎只射飞鸟，而不射巢中之鸟。倡导在人与
自然的相处中不破坏不违背自然生息繁衍的规律，

在可持续发展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

动态平衡。继承道家，融合阴阳、墨、法、儒家部分思
想的杂家著作《淮南子》记述:“天地运而相通，万物
总而为一。”“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说明人
与自然万物是有着共同本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各

有其内在价值; 节制人类欲望，避免过度勒索自

然［4］。由此可见，诸子百家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互利共生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认识，已形成较为完

备的哲学基础。
及至近现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开辟

了新的道路。马克思强调了自然的优先地位，人是
自然界的一部分，“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
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

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

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
存在的自然界。”同时，在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的过程中，人类需要遵循和尊重自然规律，“一天天
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

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

的影响。”恩格斯提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
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

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

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
的。”马恩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论述奠定了社会主
义社会和谐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旋
律。
绿色发展理念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马克思

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及发展。习近平提出的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
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
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符合

中国国情，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绿色发展重点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
问题，在延续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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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策的同时，更加强调发展绿色经济和加强制度建

设，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的真正动力。

四、开放发展重点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了
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据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估
算，1950年世界 GDP总额约为 1820年的 7．68倍，用
时长达 130年; 2003年世界GDP总额约为 1950年的
7．67倍，用时缩短至 53年［5］。1950年之后，世界经
济呈指数型、爆发式增长。这一方面归因于第三次
工业革命的爆发，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
生物工程相关技术的发明及应用大大提高了社会生

产力;另一方面归因于 1980 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外资吸引国和第二大对外
投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的发展紧密相连，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中国走向富

强、民主、文明的必然选择。开放发展理念的提出，
是对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一脉承袭。
当代中国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进入了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奉行以独立自主的原则参与国际事

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对
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开放发展从此进入
历史新纪元。张燕生将对外开放分为三个阶段:
1979—1991年是对外开放的初始阶段，主要特征为
招商引资和“三来一补”。1992—2001年是市场为基
础的外向型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主要特征为汇率、
外贸、外资、金融、计划管理体制改革。2001年后是
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开放性经济体制阶段，

主要标志是加入国际贸易组织［6］。自 2012年 11月
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第四

阶段———从开放型经济大国向开放型经济强国转变
阶段。主要表现是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整体提升，中
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性逐步升高，国际话语权逐

步加强，逐步走向国际政治经济的中央舞台。特别
是“一带一路”倡义的提出，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
新格局，为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
开创地区新型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2035年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1世
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放发展理念的提出，为中
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前行的过程中，扫清了内

外发展联动障碍，赢得了广阔发展空间，平衡了中国

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的开
放水平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走出去”和“引进来”
的水平有待加强。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
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
澳及台湾地区的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推动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总体来看，开放发展理念的提
出，是对外开放四十年来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

“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政策的纲领性指导，也是推
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五、共享发展符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是出发点，共享发展

是落脚点，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增强百姓幸福感受最为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
经济理论中的共享发展理念主要体现在剩余价值理

论和收入分配理论之中。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
义社会的分配方式，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
而社会主义制度分配方式，与之相比有着根本的区

别。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分为第一阶段
和高级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
同所有，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
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

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因此，在社会主义第
一阶段中，劳动者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社会扣除

后的社会总产品，而这恰恰是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

关键所在。由于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而
全体劳动者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子集，因此在按劳分

配之前，社会总产品应该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

益进行扣除。这些扣除项目包括补偿消耗的生产资
料、扩大再生产规模的资料、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
障基金等。这部分扣除保障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
权益，体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社会全体成员对发

展成果的共同分享。社会扣除后的社会总产品按照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进行分配，进一步保证了
劳动者的积极性，在追求社会整体效益的基础上，保

证了个人利益的实现。
共享发展的概念于 2015年首次提出，但共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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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理念始终贯彻于党和政府的施政理念之中。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指出:“把提高效
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

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

平。”而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奋斗的今天，“公平”的含义已从单纯的分配公
平转换为社会公平、转换为共享发展。中共十九大
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
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
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

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

安、人民安居乐业。”20多年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

路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强调效率，到重视公平，再到

共享发展，这种转变适应当下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发展情况，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根本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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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and China’s economy has
changed from a stage of high－spee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ive Major Develop-
ment Concepts，innovation，co－ordination，green，openness and sharing，are important to tackle devel-
opment dilemma and bring out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rigin of the five
major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role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concepts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providing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
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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